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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流转管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其变迁*

郜亮亮 1 黄季焜 2 冀县卿 3

内容提要：农地自由流转是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地配置效率的前提。本文基于 2000年和

2008年 6省 1200户农户的追踪面板数据研究发现，2000年，有 21%的农户在流转农地时受到村级

管制；2008年，农地流转受管制的农户比例下降到 3%。随后，本文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发现，

村级流转管制显著抑制了农地流转的发生，相比于农地自由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受管制农户转入

农地的概率要显著低 7%，这是村级流转管制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缘故；而且，本文通过建立双重差

分模型进一步分析发现，管制对农地流转所产生的影响流转效应没有随样本期从 2000年变到 2008

年而发生显著变化，即管制的流转效应是“恒定”的。下一步要更好地落实中央鼓励农地自由流转

的政策，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真正促进农村土地自由流转。

关键词：村级流转管制 农地流转 固定效应模型 双重差分模型

一、引言

农地流转是中国农业经济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既有农地制度下的农业小规模生产

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增收、食品质量安全保障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农地流转成为农户扩

大经营规模的重要途径（黄季焜，2008；蔡昉等，2008；郜亮亮等，2011）。因此，对农地流转决定

因素的研究也变得重要起来。已有相关文献大多强调以下几个影响因素。第一，劳动力市场（或者

非农就业）（例如姚洋，1999；Yao，2000；Kung，2002；Deininger and Jin，2005；钱忠好，2008；

Huang et al.，2012）。随着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他们外出就业将获得更多的收入，用来

耕作土地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将越来越大，这种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需求将刺激农地

流转市场的发展。第二，农地产权特点。这部分文献强调清晰的产权是土地流转交易的前提
①
，因

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就成为决定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例如，田传浩、贾生华（2004）认

为，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高，租入土地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在中国农村地区，行政性土地调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兼论农地流转市场的交易成本及

其变化”（项目编号：71203235）、“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研究：社会管理和拆迁改造”（项目编号：71203039）
和“农村环境建设公共投资的供给机制与投资效率研究”（项目编号：7110301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
新工程项目“中国农产品安全战略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一三五”战略科技计划重点项目“区

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项目编号：2012ZD200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作者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产品安全战略研究”创新工程项目组成员张元红、杜志雄、国鲁来、张

兴华、刘长全对本文研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但文责自负。感谢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张林秀研究
员和她领导的 2000年调查团队为本文提供的数据支持。
①
叶剑平等（2010）的调查表明，土地产权越清晰（表现为发放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比例越高），土
地市场就越规范（表现为流转土地签合同的比例越高，流转土地登记的比例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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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大量存在
①
，这是影响农地使用权稳定性的重要因素。Deininger and Jin（2005）和刘克春、林坚

（2005）分析了中国行政性土地调整与农地流转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而赵阳（2007）通过建立计

量模型分析发现，打破小组界限的土地调整对农地流转市场发展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三，农户特

征。几乎所有关于农地流转决定因素的研究都会涉及农户特征变量——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水

平、能力
②
，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财产等。第四，交易成本（例如钱忠好，2003；邓大才，2007；

郜亮亮等，2010）。农地流转本质上是农地使用权的交易，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必然面临信

息搜寻、合约谈判以及执行等方面的交易成本。过高的交易成本
③
使得农地流转得不偿失，最终流

转不起来。上述这些研究几乎没有针对性地分析村级流转管制对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影响，特别是

缺乏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实际上，如同产权经济理论所强调的，产权是由一束权利——使用权、收益权、交易权——组

成的（Feder and Feeny，1991），中国农地产权当然也包括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周其仁，

2006；赵阳，2007）。这些权利完整与否都将影响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例如，上述所引文献，特别

是强调使用权稳定性对农地流转影响的文献，本质上是强调农地使用权或者收益权的完整性对农地

流转的影响。同样，这些文献所提到的土地行政性调整，本质上也是影响了相应的使用权或者收益

权的完整性，进而影响了农地流转结果。因此，有必要从经验上回答产权束中交易权的完整性对农

地流转的影响，更何况在组成土地产权的三项权利当中，交易权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周其仁，2004）。

农地交易权完整性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农户在流转农地时是否受到村级层面的管制。如果农地流转受

到管制，那么，这种管制是否将显著抑制农地流转的发展？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当然，不少文献已经注意到了农户流转农地时经常要受到村级管制。赵阳（2007）发现，30%

的农户认为“应该经集体同意”方可流转农地，而且赵阳（2007）明确地将此归为“让渡权（交易

权）的完整性”问题
④
。叶剑平等（2000）发现，只有 36.0%的村民认为他们有无条件转包或出租其

所承包土地的权利；而有 33.2%的村民认为，只要到村民委员会备案就可以转包或出租其所承包的

土地。洪名勇（2009）调查发现，农户在承租农地时较少征求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的意见，大概

只有 8%左右的农户承租农地时需要征得村民委员会同意。同时，也有不少研究认为，村级管制可

能阻碍了农地流转，并对此提出了批评。例如，张红宇（2002）强调，发育和开辟土地使用权流转

市场必须确立农户自由原则，政府和社区的过多干预往往阻碍了土地必要和合理的流动。而钱忠好

（2002）也指出，在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下，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受到诸多不当管制，由此导致的

不完整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必然会降低农地交易价格，使得交易价格不能真正反映农地资源的稀缺程

度，农地转让收益也会因此下降，进而减少农地市场供给。尽管如此，有必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农地流转管制的发展情况，并利用相关数据定量分析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从现实的角度讲，中央三令五申地要求稳定农村土地权利、禁止村级土地调整、鼓励土地自由

①
很多学者（例如张红宇，2002；陶然等，2009）都强调了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与经常性土地调整所带来的平等权
利之间始终存在矛盾。最近 10多年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要稳定农地承包权，但由村庄内部不同家庭人口相对变动带来
的土地调整压力一直存在，这种压力并不会因中央强调农地承包权稳定的政策而消除。当然，二轮承包后各地发生土

地大调整和小调整的次数显著下降了（陶然等，2009）。
②
这里的能力主要指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初玉岗（2001）曾强调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根本症结在于农业企业家
的短缺。
③
实际上，也有研究关注农地细碎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例如王兴稳、钟甫宁，2008），不过，细碎化主要是增加了流
转的交易成本。
④
实际上，赵阳（2007）认为，“地权的残缺性更多表现在农民对土地的处分权的不完整方面”，而且，“农地处分权主
要体现在让渡权的分布上”。赵阳（2007）的让渡权就是本文所说的交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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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这些政策特别是鼓励农地流转的政策落实情况如何？村级农地流转管制是否依然存在或如何

随时间而变化？村级农地流转管制是否会对农户土地流转产生影响？村级农地流转管制对农户土地

流转的影响是否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这些都是急需回答的问题。

本文基于 2000年和 2008年两轮全国调查数据，分析村级管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考察这种

影响随时间的变迁，从而为下一步促进农地流转提供依据。本文接下来安排如下：首先，介绍所用

的调查数据；其次，分析村级管制影响农地流转的逻辑，并提出理论假说；然后，建立经济计量模

型来检验村级管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随时间而变化的情况；最后，总结全文并给

出政策含义。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样本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于两次调查。第一次是 2000年 11月进行的入户调查。这次调查利用分层

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河北、辽宁、陕西、浙江、四川和湖北 6个省，在每个省选取 5个县，在每个县

选取 2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选取 1个村，在每个村选取 20户。第二次调查是 2009年 4月对 2000

年调查农户的追踪调查。两次调查的内容分别是 2000年和 2008年样本地区的农地制度、样本农户

的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等情况。2000年的有效样本为 1189户，2008年的有效样本为 1046户①
。因

为不是所有的 2000年样本农户都能被追踪调查，而且有些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最后得到如表 1

所示的研究样本。根据表 1，2000年和 2008年各有 849个样本农户。2000年的 849户中有 136户

为土地转入农户，大概占 16%；2008年的 849户中有 154户为土地转入农户，大概占 18%。

表 1 研究样本

年份 总户数 土地转入农户数 土地转入农户所占比例（%）

2000 849 136 16.02

2008 849 154 18.14

两年混合 1698 290 17.08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土地转出农户因为外出而不能被调查，土地转出样本农户在某种程度上讲

并不能“无偏”地代表总样本，所以，本文选择土地转入农户进行分析。

三、理论逻辑：流转管制、农地交易权与农地流转

从理论层面上讲，农地流转本质上就是农地交易，这对应着农地产权束中的交易权。如果说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地的“收益权”问题
②
、“长久不变”解决了农地的“使用权”问题，那

么，关于鼓励农地流转的政策就是在解决农地的“交易权”问题。交易权的完整性将影响农地流转

的实现程度和农地流转的效率。

科斯定律说明，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初始产权的分配不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这至少表明两个

道理：第一，交易至关重要；第二，交易成本至关重要。回到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上，家庭承包责任

制是以极度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为基础的，这种初始的土地产权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平”

①2008年由于汶川地震，四川省一个县的两个村没有被调查，所以，样本总数应该为 1160户（1200-40=1160），最后
实际得到有效样本 1046户。在损失的 114户样本中，89户已经不在农村生活，另外 25户要么是整个家庭消亡（7
户），要么是不进行农业生产（18户）。
②
朱民等（1997）曾说道，“从产权的分配来看，由于家庭责任制保留了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村民通过这一制度获得对
土地等额的使用权和相应剩余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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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按道理，只要这种主要解决了“公平”问题的产权可以随意交换，那么，土地资源的配置

效率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尽管已有不少政策鼓励农户自主流转农地，但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依然缓

慢和无效，最终使得被“公平”分配的土地产权不能产生很多学者强调的“效率”层面的土地产出

拉平效应（参见姚洋，2004）。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交易成本太大的结果，否则，即使为了解决“公

平”问题的初始产权配置也不会导致土地资源配置无效。所以，如果农户没有自由的土地“交易权”，

或者交易权不完整，那么，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有相当的损失。

村级农地流转管制正好是增加了农地流转的链条，增加了交易成本，或者说启动成本。试想，

农户在农地流转前取得村里同意至少要花一些时间成本，在土地租金不高的情况下农地流转难以启

动；如果想流转农地的农户与村委会的关系一般甚至有矛盾
①
，那么，农地流转基本上就是不可能

的；或者，只要转入或转出农地的农户有一方与村委会及其成员的关系不利于其同意流转，那么，

交易双方的农地流转就实现不了；如果转出农户没有经村委会同意将土地转包出去，那么，转入农

户也终将怀着被“敲竹杠”的畏惧心理，这将影响农地流转的市场需求。总之，村级农地流转管制

主要会造成农地产权束中的“交易权”不完整，增加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阻碍了土地流转市场发

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在那些村级农地流转管制较强的村，农户

发生土地流转的比例就低。本文将此假说总结为管制的流转效应假说。

四、统计描述证据

为了研究村级流转管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笔者在对每个村的样本农户进行调查时，询问了他

们流转农地时是否受到村级管制。根据表2，2000年，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的农户比例约为20.61%，

其中，转入土地农户比例为 10.31%，这比同年农地流转不受管制的农户组中转入土地农户比例

（17.53%）低了 7个百分点；到了 2008年，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的农户比例下降到 3.18%，表明

中央鼓励农地自由流转的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而且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的农户组中转入土地

农户比例为 11.15%，仍然要比同年农地流转不受管制农户组中转入土地农户比例（18.37%）低 7

个百分点。这表明，尽管村级农地流转管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减弱，但不管是哪一年，农地流转

受到村级管制的农户要比不受管制的农户转入土地的积极性差，因此，村级流转管制阻碍了农户农

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前面假说得到了初步证实。

另外，从表 2还可以看到，户主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户，其发生土地转入行为的比例要低于那

些户主没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户；自家耕地面积较多的农户，其发生土地转入行为的比例较低；家

庭农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农机具、耕牛等）较多的农户，其发生土地转入行为的比例较高。

表 2 2000年和 2008年样本农户特征及土地转入农户比例

2000年 2008年

样本农户 转入农户比例（%） 样本农户 转入农户比例（%）

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

是
175

（20.61%）a
10.31

27

（3.18%） a
11.15

否 674 17.53 822 18.37

①
例如，想要流转农地的农户与村委会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同族，或者选举时前者没有支持后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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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

是 178 13.48 351 18.52

否 671 16.69 498 17.87

家庭人口数（人）

≤3 269 17.10 362 20.72

[4,5] 456 17.54 397 16.12

≥ 6 124 8.06 90 16.67

自家耕地面积（公顷）

≤ 0.2 241 21.58 299 23.08

[0.2, 0.5] 383 12.01 336 13.99

＞ 0.5 225 16.89 214 17.76

家庭农业生产资料（元）

0 5 80.00 171 8.19

(0, 500] 319 14.11 233 21.03

(500, 5000] 305 17.38 273 21.61

＞5000 220 15.45 172 18.60

家庭人均财富 b（元）

≤3000 398 13.32 168 14.88

(3000, 10000 ] 279 19.35 224 18.30

＞10000 172 16.86 457 19.26

注：a小括号中的数字是相应样本农户所占的百分比；b人均财富指家庭人均耐用消费品价值。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面的假说，本文根据每个省农户土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的程度进行了排序，

然后考察土地转入农户比例是否也有相应的顺序。从表 3可以看出，浙江和陕西两个省不存在村级

农地流转管制，河北、四川两省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的农户比例大概为 14%，而湖北省这一比例

大概有 16%，辽宁省则有将近 1/4的农户的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从表 3也可以看出，在农地流

转管制严重的地区，土地转入农户所占比例也较低。浙江省没有村级农地流转管制，其土地转入农

户比例高达 28.10%，这几乎是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农户比例最高省份辽宁省的两倍。这再次从另

一个侧面初步证实了前面的假说。

表 3 2000年和 2008年各省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农户比例和土地转入农户比例

省份 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农户比例（%） 土地转入农户比例（%）

浙江 0.00 28.10

陕西 0.00 9.66

河北 14.49 17.03

四川 14.60 16.37

湖北 16.23 16.88

辽宁 24.38 15.12

为了将村级流转管制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影响从众多因素中隔离出来，下文将进行严格的多

元回归分析，同时对表 2中的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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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量分析

（一）管制的流转效应

1.模型设定。本文设定如下形式的经济计量模型：

7it it it it i itRentin Rentlim Hhofff X f          (1)

（1）式中，被解释变量Rentin表示农户是否转入土地；Rentlim是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表
示农户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是=1，否=0；Hhofff 表示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X 是一
系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农户自家耕地面积、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资料、家庭人均财富；

下标 i表示第 i个农户，下标 t表示第 t年，t =2000、2008； if 表示农户固定效应，主要用来控制那
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农户特质； it 是经济计量模型的误差项。另外，为了保证（1）式中户主非农就
业经历变量Hhofff 的外生性，本文选用滞后 7年的非农就业信息。这是因为，2000年调查时，课

题组调查人员询问了农户 1991～2000年的就业情况；2008年调查时，询问了农户 2000～2008年的

就业情况；而且，根据本文研究数据，农地流转平均发生在 4年前，选择滞后 7年的户主非农就业

经历足以保证该变量的外生性。因此，变量Hhofff 的下标是 7t 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4。
表 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含义及单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户是否转入土地（Rentin） 是=1，否=0 0.17 0.38 0 1

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Rentlim） 是=1，否=0 0.12 0.32 0 1

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Hhofff） 是=1，否=0 0.31 0.46 0 1

家庭人口数（Fpnum） 人 4.00 1.29 1 9

自家耕地面积（Areaown） 公顷 0.43 0.56 0 9.19

家庭农业生产资料（Fequip） 元 2770.87 8021.31 0 223000

家庭人均财富（Pwealth） 元 17533.00 51967.00 3.33 880667

注：样本观测值数为 1698。

2.估计方法。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Rentlim的数据来自于同时进行的村级调查表，相对于
农户的选择行为来说，这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但是，为得到一致性估计，本文首先用OLS

的固定效应方法估计（1）式，结果见表 5（1）列。因为被解释变量是 0-1变量，为了得到准确的

边际效应，本文又用 Logit-固定效应方法估计（1）式，结果见表 5（2）、（3）列；同时，本文用 Probit-

随机效应方法估计（1）式，并在估计时加入省份虚拟变量，结果见表 5（4）、（5）列。

3.估计结果。从表 5可以看到，总体来说，模型运行良好，所有变量是联合显著的。具体估计

结果说明如下：

第一，不管哪种估计方法，本文关注的重要解释变量——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对农户

转入土地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例如，OLS—固定效应方法的估计结果表明，村级管制将使得农

户转入土地的概率下降 7%。同时，Logit—固定效应方法的估计结果也表明，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

制的农户，其转入土地的概率要比农地流转没有受到村级管制的农户低 7%。将 7%这个比例与表 2

中第 3行和第 4行的数据（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和没有受到村级管制两组农户的转入土地农户比

例平均差 8个百分点左右）结合起来可知，村级管制能够解释受到管制和没有受到管制两组农户之

间转入土地农户比例差异的绝大部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考虑到省份差异的 Probit—随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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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方法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总之，村级管制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是稳健

的，前文关于村级农地流转管制较强的村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比例较低的假说得到了验证，村级农

地流转管制阻碍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二，除村级农地流转管制之外，一些其他因素也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产生了影响。例如，自

家耕地面积变量的影响也是显著的。Logit—固定效应方法的估计结果表明，自家耕地面积每增加 1

公顷，农户转入农地的概率将下降 33%。OLS—固定效应方法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个变量的显著

性。这表明，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公平”的功能，地少的农户能够通过农地流

转市场得到所需要的土地。家庭农业生产资料变量对农户转入土地行为的影响也是高度显著的。三

种估计方法的结果都表明，家庭农业生产资料越多，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就越高。这可能表明，农

业生产资料市场在中国农村地区是不完善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总之，表 5中的估计结果表明，村级农地流转管制会显著抑制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这或许为

流转管制增加了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看法提供了经验证据。这也从侧面表明，农地交易权的完整性

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是重要的。所以，前面的理论假说得到了验证。

表 5 村级农地流转管制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

OLS（固定效应） Logit（固定效应） Probit（随机效应）

（1） （2）
边际效应

（3）
（4）

边际效应

（5）

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

（Rentlim）

-0.07**

（0.03）

-0.77*

（0.41）
-0.07

-0.37**

（0.15）
-0.06

户主非农就业经历（Hhofff ） -0.02

（0.03）

-0.09

（0.27）
-0.01

-0.08

（0.09）
-0.02

家庭人口数（Fpnum） -0.02*

（0.01）

-0.25**

（0.12）
-0.03

-0.07**

（0.04）
-0.02

自家耕地面积（ Areaown） -0.13***

（0.04）

-2.94***

（0.90）
-0.33

-0.16

（0.11）
-0.03

家庭农业生产资料（ Fequip） 0.01***

（0.00）

0.09***

（0.03）
0.01

0.04***

（0.01）
0.01

家庭人均财富（ Pwealth）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观测值数 1698 420 1698

组数 849 210 849

拟合优度（R2或 Pseudo R2） 0.05 0.15 0.01

卡方检验

F/LR 2 6.97 44.15 53.40

Prob> F/LR 2 0.00 0.00 0.00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省篇幅，略去常

数项和 Probit方法关于省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二）流转效应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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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设定。至此，只要存在村级农地流转管制，就必然导致农地流转市场萎缩，所以，管制

的流转效应是存在的。因为本文所用的数据是两期追踪数据，故可进一步利用DID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①
来考察管制的流转效应随时间而变化的特点。为此，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2008 7lim ( ) ( )it it it it it it itRentin Rent D Rentlim D Hhofff X u             （2）

（2）式中，被解释变量依然是Rentin；Rentlim表示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 2008D 是

年份虚拟变量，2008年时赋值为 1，2000年时赋值为 0；Rentlim D 表示村级流转管制与年份虚拟

变量的交互项；其他控制变量与（1）式中相同； itu 是扰动项。
根据DID模型可知，系数 衡量的是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和没有受到管制的两组农户之间流

转比例差；系数 衡量的是 2008年和 2000年农户的流转比例差； 是本文关注的系数，它衡量了
不同时间截面上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与没有受到管制两组农户的流转比例差的差，即 2000年受到

管制与否的两组农户的流转比例差与 2008年这两组农户的流转比例差的差，如下式所示：

2008, 2008, 2000, 2000,ˆ ( - ) ( - )Rentin Rentin Rentin Rentin  管制 不管制 管制 不管制 （3）

（3）式中， ̂ 是 的估计量，变量Rentin上面的横线表示平均。
从本质上讲，DID模型的最初动机是把 2000年到 2008年间相关政策（例如 2003年《土地承

包法》的实施或者农村土地租金的快速变化等）对管制的流转效应的影响识别出来。如果 ̂ 是显著
的，即 2000年的“差”与 2008年的“差”有显著“差异”，这表明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前述已经

被证实的管制的流转效应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映射这些“政策”的效果
②
。如果 ̂ 大于 0，这表明

到 2008年时，同样的管制力度将导致较小③
比例的流转效应；如果 ̂ 小于 0，这表明这种管制对流

转效应的影响将变大；如果 ̂ 不显著，这表明不管是在 2000年还是在 2008年，同样的管制力度会
产生同等程度的流转效应。如果第三种情况发生，这或许表明 2000～2008年近 10年间的相关政策

（例如 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2006年农业税的减免、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或

者更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变迁，例如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土地租金的变化等）都没有影响“交易

权”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这些情况都需要用模型估计结果来检验。

2.估计思路。对（2）式的估计有两个挑战。一是所关注变量的内生性导致的估计不一致性问题，

这在本文上一部分的估计方法中已经论及，这里同样不用担心。二是扰动项 itu 的自相关带来的估计
效率（即统计推断）问题。如果两期数据都是随机抽样数据——两期混合横截面数据，则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用OLS方法直接估计即可，所使用的将是最传统、最典型的DID模型（Wooldridge，2006）。

但是，2008年样本数据来源于对 2000年 849个样本农户的追踪调查，因此，将两年样本数据混合

起来用OLS估计方法将面临着 849组农户的自相关问题——每组的两个农户（2000年和 2008年）

之间总有某种组内关联（intra-group correlation），他们 2000年时的选择行为即使在 8年后依然不能

①
国外文献往往把“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简写成“DD”，为了与国内习惯保持一致，本文将其简写为“DID”。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出发点并不是像DID模型的经典目标一样，即通过不同时间截面上两组样本的差是否发生显
著变化来评价这些政策的效果，只是想利用该模型来考察这种管制与否带来的流转效应是否随时间发生了变迁。
③
注意，管制带来的是负向的流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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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脱“相关”的嫌疑
①
。这是用多期面板数据建立DID模型时碰到的典型问题（Angrist and Pischke，

2009）。这个问题将导致变量系数标准误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进而导致推断问题。

庆幸的是，这里的自相关问题不必担心。原因如下：第一，若所感兴趣的解释变量只是在组这

一层级上发生变化，则系数标准误将偏差很大（Kloek，1981；Moulton，1986；Angrist and Pischke，

2009）。也就是说，当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变量Rentlim只是在不同的农户上发生变化时，
系数标准误将偏差很大，进而导致推断失误。而本文样本并非如此，同样一个农户可能在两个时间

截面上面临不同的农地流转管制政策，更何况这 8年间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大力发展等因素已经导

致了这两个时间截面上出现了不同的村级流转管制情况，2008年村级流转管制显著减少了（详见表

2）；此外，这是相对于农户更外生的力量。因此，这里的自相关问题不大。第二，根据渐近理论，

随着组数的增加，系数标准误是渐近一致的。组数越多，渐近性越好，偏差越小；否则，偏差越大。

Angrist and Pischke（2009）提出一个最低限度的组数标准②
，即样本组数不能小于 42，而本文样本

组数为 849。Hansen（2007）的研究表明，在组数较小的情况下，Liang and Zeger（1986）提到的系

数标准误（可用 STATA软件中的VCE-Cluster命令实现）是一个对这种面板中的自相关进行修正的

合适的标准误。本文将做这样的尝试。第三，在这种自相关情境下，基于广义最小二乘法的随机效

应估计方法则是渐进有效的（Bertrand et al.，2004；Wooldridge，2006；Donald and Lang，2007；Beck，

2012），为此，本文也将做这样的尝试。

3.估计方法。根据以上分析，首先，本文用OLS方法估计（2）式，即DID模型的传统估计，

结果见表 6中的（2）列；其次，在OLS方法的基础上，考虑聚类效应（自相关问题），对系数标准

误做调整，估计结果见表 6中的（3）列；第三，用随机效应方法估计（2）式，结果见表 6中的（4）

列；第四，为了凸显DID模型的结果，将（2）式中的时间虚拟变量以及交互项剔除，并用OLS方

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6中的（1）列。

4.估计结果。表 6列出了估计结果，下面对其进行说明。第一，不管采用哪种估计方法，农地

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是负的，且该变量在统计上高度显著。这个系数度量了

与 2000～2008年间相关土地政策（例如 2003年 3月 1日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出现无

关的村级流转管制效应，即不管是 2000年还是 2008年，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的农户和没有受到

管制的农户，其土地转入行为是有显著差异的，这与前面模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③
，也再次证实

了上面结论的稳健性。第二，不管采用哪种估计方法，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变量与年份的交

互项Rentlim D （表 6第 4行）均不显著。考虑到自相关问题并做相应调整的标准误（（3）列第 4

行）与不做调整的标准误（（2）列第 4行）以及采用随机效应方法估计的标准误（（4）列第 4行）

①
这种自相关问题被称为聚类问题（clustering problem）或者Moulton问题（Moulton problem）。后者是Moulton（1986）
提出的：“当样本是从具有组结构的总体中抽取出来时，回归标准误在组内往往是相关的。”后来文献将此总结为

Moulton问题。这类问题往往导致系数标准误被严重低估，进而导致较大的 t统计量，最后得到过度显著的推断结果，
降低推断效率。
②
两位作者幽默地借用了 DouglasAdam在其作品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的名言“The ultimate answer to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is 42”来做此判断。
③
或许有的读者会产生疑问：前面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可靠还是这个模型结果可靠？实际上，因为这里的关键解释变量

“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即这里的 DID估计并不会导致内生性问题，故两个结论
至少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前面的固定效应估计更好地控制了农户的不可观测效应和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表 6中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变量的系数绝对值（0.08）要比表 5中相应系数的绝对值（0.07）大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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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样，都没有影响到该交互项的统计显著性
①
，即（3）式与零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如果

说 2000年农地流转受到村级管制与没有受到管制两类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有差异，这种差异到了

2008年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差异的“程度”没有发生显著变迁。显然，这个结论是意味深长的。需

要特别提醒的是，不应该因为这个结论而推断 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毫无效果，相反，

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农地流转的村级管制。这里的研究结论只是表明，

在任何时候，产权的特点（例如交易权是否受到管制，或者交易权是否完整）都是影响交易行为（农

户土地流转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即产权作用具有“恒定性”。第三，其他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

和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基本上与表 5一致，再次表明了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村级流转管制与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双重差分（DID）估计结果

OLS混合估计

（1）

DID

（2）

DID（考虑聚类

效应）（3）

OLS（随机效应）

（4）

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

Rentlim）

-0.08***（0.02） -0.08***（0.03） -0.08***（0.03） -0.07***（0.03）

年份虚变量（ 2008D ） — 0.00（0.02） 0.00（0.02） 0.00（0.02）

农地流转是否受到村级管制与年份的

交互项（Rentlim D ）

— 0.00（0.07） 0.00（0.07） -0.00（0.06）

户主非农就业经历（Hhofff ） -0.01（0.02） -0.01（0.02） -0.01（0.02） -0.01（0.02）

家庭人口数（Fpnum） -0.02**（0.01） -0.01**（0.01） -0.01**（0.01） -0.02**（0.01）

自家耕地面积（ Areaown） -0.03***（0.01） -0.03***（0.01） -0.03**（0.01） -0.04***（0.01）

家庭农业生产资料（ Fequip） 0.01***（0.00） 0.01***（0.00） 0.01***（0.00） 0.01***（0.00）

家庭人均财富（Pwealth）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常数项 0.22***（0.03） 0.22***（0.03） 0.22***（0.04） 0.22***（0.04）

拟合优度（R2） 0.02 0.02 0.02 0.02

卡方检验

F/LR 2 7.22 5.41 5.28 47.16

Prob> F/LR 2 0.00 0.00 0.00 0.00

注：①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的水平上显著；②全部回归的样本

观测值数为 1698，组数为 849。

（三）小结

首先，本节证实了农地流转村级管制的流转效应的确存在，即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对农地交易权的管制将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农地流转管制增加了土地流转

的交易成本，阻碍了土地流转（交易）的发生；其次，管制的流转效应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

弱，即农地交易权管制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规律是恒定的。这说明，不管是 2000年还是 2008

年，交易权的完整性始终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这个“顽固”的结论说明，只要继续减少土

地流转管制，农地流转就会进一步发生。

①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样本组数很大、时间跨度很大、相关变量外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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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中国既有农地制度下的农业小规模生产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增收、食品质量安全保障

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促进农地流转成为农户获得扩大经营规模机会的重要途径。以往很多

关于农地流转决定因素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建议要尽量减少农地流转管制等环

节，以便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重要

的是，本文还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为这样的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利用 6个省的两轮调查数据分

析发现，2000年时，有 1/5的农户在流转农地时受到村级管制，2008年时，这一比例下降到 3%。

这表明，鼓励农户自由流转农地的政策落实得不错。但是，本文也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只要存在农地流转管制，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就会显著降低（大概 7个百分点），这或许正是流

转管制增加了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缘故。本文还发现，这种对交易权进行管制而产生的负向流转效

应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小，不管是 2000年还是 2008年，只要存在对农地流转的管制，它就将

产生恒定的负向流转效应。因此，应该继续加大中央鼓励农户自由流转农地政策的执行力度，减少

直到消除农地流转的审批管制环节，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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